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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帝国舆论政策之比较

赵  凯 

    秦、汉同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，由这种政治体制的本质所决定，国家舆论政策必须服从、服务于君主利益。在这一共同前提下，它们借鉴不同的历史经验，依据不

同的指导思想，制订了不同的舆论政策，执行了不同的政策推行策略，因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后果。 

一 

    秦统一全国之前，先有“春秋五霸”，后有“战国七雄”，政治格局分裂混乱。在此相应，思想文化领域则是百家争鸣，异彩纷呈。在这种条件下，言论环境较为宽

松，社会舆论也相对活跃。秦统一六国后，也曾总结历史经验，认为导致周王朝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“处士横议”，因此，“箝语烧书”之举，便是嬴秦借鉴周亡教训

而采取的对应措施，这个借鉴的基本特征是以“紧”代“松”。 

    秦暴政速亡，又成为西汉王朝必须借鉴的历史教训。早在刘邦入咸阳之初，就与关中百姓“约法三章”，以“诽谤者族，偶语者弃市”来强调秦法之苛，可见诽谤妖言

之类的言论罪，大抵是秦法中最令人反感的部分，自然应在蠲除之首列。虽然“约法三章”是战争状态下的产物，也是刘邦为争取关中百姓支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，可是它

却透射出这样一条信息：继秦而立的王朝，必须以秦暴政而亡的历史教训为诫；以秦亡为诫，就有必要顺应舆论，以批判的姿态对待秦法中最不得人心的部分——言论罪。

在汉初汹涌如潮的“过秦”思潮中，对亡秦言论控制政策的批判尤为强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代秦而立的西汉王朝要“扫亡秦之失”，就必须批判性地继承秦制，调整言论政

策。汉对秦的借鉴，可以称之为以“松”代“紧”。 

   “紧”代“松”，到汉之以“松”代“紧”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。“松”与“紧”之间，只是相对而言，汉代的言论环境与舆论政策较秦宽松，但是其宽松程度已

不可与先秦时期同日而语。 

二 

    任何一个新兴王朝，都会借鉴前朝得失，然后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。调整的目的，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的利益；能否如愿，还应视人心对新政策的向背情况而定。 

    秦惩周弊，立国未久，便以强制手段压制言论，使适应了战国时期宽松言论环境的人们极为反感；西汉以秦亡为鉴，尚未立国，便做出解除言论禁忌的姿态，令处于极

度压抑状态下的人们为之一振。秦统一后的许多举措都称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，但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未必符合历史现实，因为历史总是在迂回在前进，而秦之言论控

制政策尤失人心。汉承秦制，其言论政策仍然要服从、服务于专制国家的利益，但其言论政策较秦务实得多。得失之间，固然与执政者的政治决策有关，但不能回避的是，

决策之取向，与统治集团对历史的思考与借鉴有直接关系。 

    另外，历史环境不同，人们的心态也不尽相同。周秦之际，即使是至为轻微的言论限制，也会使人们感到不适；而对于秦汉之交的人们来说，稍稍打开一点言论自由的

空间，他们就会感到满足。较秦而言，西汉的言论环境，仅仅是相对宽松而已。设若秦以汉之言论政策治理国家，恐怕同样会被时人视为暴政，但对于那些对暴秦有切肤之

痛的人们来说，西汉王朝在言论空间上稍作让渡，便成了惠政。社会心态殊异，使君主专制国家大同小异的言论政策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效果。从这个角度理解，秦汉王

朝在言论控制方面的一失一得，实有统治者主观能动性无法掌控的成分在内。 

三 

    就国家指导思想而言，秦任法家，法家主张国家应该全面掌控言论，做到“言无私论，士无私议，民无私学，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”（《韩非子•五蠹》）。在秦始皇

三十四年的咸阳宫宴会上，丞相李斯重申法家主张，强调“私议”、“造谤”对国家的危害，论证以严刑峻法控制议论的必要性，建议焚书，“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

市”，“以古非今者族”（《史记•秦始皇本纪》），这个充满文化专制色彩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首肯，秦以强制手段控制言论的基本政策由此定格。 

    汉武之后，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，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”的儒家观点为人们议政立言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儒家经典中的天子纳谏流程和舆论监督机制，被汉

儒反复引用，以匡时政。古代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监督制度在当时的效果如何，汉儒并不在意；相反，经过代代阐发，这套制度逐渐被理想化。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

存在差距，差距的存在又成为汉儒批判现实的依据。在这个潜规则的作用下，汉代舆论政策虽然也在竭力维护专制国家的利益，但已无法达到秦时绝对控制的程度。 

四 

    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与不同的政治指导思想，秦、汉王朝的舆论政策有所不同。大致说来，秦的舆论政策以“禁”、“堵”为主要特征，强调国家对舆论的绝对掌控和

全面控制。汉的舆论政策则是“疏”、“堵”并重，虽然也强调控制，但这种控制是相对控制、有限控制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秦王朝以一种严格冷酷的强硬态度来推行既定政

策；汉帝国则相对灵活、务实一些，并能及时调整。 

    秦以法家学说为国家指导思想，亦有以之引导舆论的意图。其手段便是“焚书”、禁“挟书”，规定“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市”，“挟书者族”，并倡导“士则

学习法令辞辟”，“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”。秦王朝希冀通过这些举措，确立法家在国家政治生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。汉以儒家学说为国家指导思想，“罢黜

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这一时代口号，同样意味着对异己思想的排斥。但是汉没有像秦那样，以充满血腥味道的、暴风骤雨般的硬性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，而是采取了以

诱导为特征的柔性措施。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在儒学培养、准绳士人的前提下，以仕宦功名的实利来劝勉士人在儒学上进取。在儒学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条件下，其对舆论

的指导地位也就形成了。与秦王朝急于求成的方法相比，汉帝国的手段显然更务实。 

五 

    政策出台之后，只有在推行过程中根据反馈不断修正，才能取得良好效果。然而秦帝国在推行其舆论控制政策的过程中，很少会考虑社会反应，甚至拒绝听取统治阶级



内部的不同声音。秦始皇下“坑儒”令时，皇子扶苏谏止，结果被打发到上郡守边。“正言者谓之诽谤，遏过者谓之妖言”（《汉书•路温舒传》），在最高执政者的傲慢与

自负面前，所有异己之声都成了暴力机器的打击对象。 

    汉之言路较秦为宽，汉儒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仍然不断提醒执政者，以亡秦为鉴，广开言路，克己纳谏。虽然因此而获罪受戮者不乏其人，但两汉四百年间，此

类呼吁不绝于史。汉代诸帝虽然不能像儒者所期望的那样从谏如流，且时有以一己之怒打击为广开言路疾呼奔走之士的事件，但没有一位帝王像秦帝那样彻底“壅人之

口”，即使是在政治较为黑暗的桓、灵时期，桓帝“犹广求得失……危言极谏，不绝于朝”；灵帝时，郎中张文“独尽狂言，圣听纳受，以责三司”（《后汉书•蔡邕

传》）。只要言路不断，君主专制就难以走到全面、坚决封杀社会舆论的极端地步。 

    借鉴不同的历史经验，依据不同的指导思想，秦、汉王朝的舆论政策及政策执行策略有所不同。秦王朝以周亡为鉴，根据法家思想，制订了严酷的舆论控制政策，并以

一种严格得近乎刻板的方式，坚定地推行其政策。高压之下，战国以来处士横议的喧嚣之声归于沉寂，但消极性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消失，而是从公开转入地下，在蜇伏中聚

集力量。陈涉、吴广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，“响应癤于谤议”（《汉书•异姓诸侯王表》），强大的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。汉帝国以秦亡为鉴，根据儒家思想，制订了

“疏”、“堵”并重的舆论控制政策，其执行过程也更为灵活、务实。两汉时期，有识之士对官方舆论政策的提醒、批判之声不绝于史，正是在这种提醒、批判声中，两汉

国祚各维持了二百年之久。秦、汉一短一长，其失其得，发人深思。 

来源： http://www.guoxue.com/ws/html/shixue/20070809/1999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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